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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中国广东非洲裔外国人的国际移民1 

         ——累积因果视角下的移民行为研究 

 

梁玉成2 

 

 

一、研究背景 

 

    随着改革开放，外向型经济进一步发展，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的飞速发展，已成为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和第二大出口国。中国与世界各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不断增加。

因此进入中国经商、工作、旅游、学习的外籍人员数量持续增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

局（2011）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 年 11 月 1 日零时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外籍人员为 59.4

万人，其中居住时间 5 年以上的有 25.04 万人。 

    中国是人口大国，自身劳动力人口的就业压力很大，历史上也从来不是移民国家。考察我国

的外国人管理制度的变迁，也证明我国目前不属于移民国家。我国在 1985 年通过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将外国人在华居留分为“短期居留”、“长期居留”和“永久居留”三

类。 1985 年到 2004 年间，中国政府共授予 3000 多名外国人在华定居的权利，获得永久居留权

的有 50 人。2004 年我国政府出台了《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允许外国人在境

内停留较长时间：对于年满 18 周岁的外国人，绿卡有效期是 10 年。持有绿卡的外国人，无需签

证，凭护照和《外国人永久居留证》即可出入境。绿卡的门槛很高。根据张静（2009）的估计，

2004 年到现在取得中国永久居留权的外国人，也就 1000 多人。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北京、上海和广东聚集的外国人占全部的 62%。其中广东所占人

数最多，超过全国的三分之一。且不同于北京和上海的是，聚集在广州及其周边城市的外籍人士

中，非洲裔的比例远远超过其他城市。这样，一方面大量合资格的外籍人士没有申请中国永久居

留权；另外一方面在广州为核心的区域大量非洲裔外国人流入并滞留下来，出现了非洲裔外国人

非法居留、非法入境和非法就业（官方简称“三非”）问题。 

    纵观很多发达国家，外来移民问题最开始都是一个边缘性的社会问题，但随着时间的发展，

逐渐演变成为影响该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以及国家安全等多个领域的关键性社会

问题（Peter，2002）。移民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是当代移民的主要方向，这使得发达国

家基本都面临着移民和非法移民造成的大量社会问题。例如美国一直是非法移民问题最严重的国

家。因此对于正在崛起的中国而言，着手了解外来移民的来华规律及其影响因素越早越好。 

在本研究中，我首先对有关理论进行讨论，然后以有关理论作为分析线索，对正在中国发生

的非洲裔外国人的来华迁移的社会过程的基本模式进行描述，并将主要发现提炼出可兹检验的假

设，并根据实证资料进行验证。 

 

                                                        
1 本文主要内容刊载于《社会学研究》2013 年第 1 期，第 134-159 页。 
2 作者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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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移民理论及其在发展中国家反思 

 

行动者为什么会进行跨国的长途迁移？他们为什么会到此国而非彼国？他们生活的环境中

的什么因素导致他们作出迁移的决定和实施迁移行为。有关理论大致可以分为宏观理论和微观理

论。 

（一）国际移民的宏观理论 

宏观理论有推拉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等。推拉理论认为人口迁移并非

完全盲目无序的流动，而是遵循一定的规律，左右人口迁移的动力是推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推拉模型”中，“推力”指原居地不利于生存和发展的种种排斥力，迫使人们离家出走。它

可以是战争、动乱、天灾、生态环境恶化等对某一地区具有普遍性影响的因素，也可以是某一小

群体遭遇的意外或不幸。“拉力”则是移入地所具有的吸引力，不一定是迁入地的条件比迁出地

优越，而是表现出具有较多的谋生和发展机会，或者仅仅是对于某一小群体的特殊机遇。纵观推

拉理论，它着眼于迁出地的消极因素和迁入地的积极因素对迁移者的影响（Petersen，1958）。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也称“双重劳动力市场理论”（Massey：1993）。它从分析发达国家的市

场结构入手，认为发达国家形成了双重劳动力市场:具有高效益、高保障、高福利、工作环境舒

适的高级劳动力市场和低工资、不稳定、缺乏升迁机会、工作环境恶劣的低级劳动力市场。前者

很容易招募到工作人员，发达国家的本地劳动力趋之若鹜；而后者则缺乏吸引力，本地劳动力不

屑从事。这就使得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存在对国外劳动力的内在需求，正是这种内在需求促进

了人口的跨国迁移。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提出的“现代世界体系”学说，强调世界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发展规律

对国际移民的推动作用。它认为跨国移民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核心国家向边缘国家扩

展、渗透，使边缘国家融入核心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中，边缘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因此

发生剧变，传统生活方式难以为继，大量人口从原来封闭的社会迁移到其它地方，于是跨国移民

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人口迁移是人类历史中的恒远存在的社会现象。人口的跨国迁移，在不同历史阶段有着不同

的原因。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前，人口跨国迁移更大的动因是殖民或者战争；到了二十世纪五

十年代之后，跨国移民的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资本主义市场的全球化分工，伴随着信息技

术和交通运输技术的空前发展，推动了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的商品、资本、技术、服务在全世

界范围内的广泛流动。作为生产和商品化要素的劳动力，必然出现大规模和高速度的跨国流动

（Maura1：2004）。戴维·赫尔德（2001）指出:“有一种全球化形式比其他任何全球化形式都更

为普遍，这种全球化形式就是人口迁移”。詹姆斯·米特尔曼认为:“全球化的表现包括生产空间

的重组、产业的跨边界相互渗透、金融市场的扩大、人口的大规模迁移”，这种现象造成的结果

是“全球劳动和权力的再分配”。 

（二）国际移民的微观理论 

解释移民行为的微观理论包含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人力资本理论、新经济移民理论、社会资

本和社会网理论和累积因果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认为国际移民是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

一种选择，是人力资本的投资行为，其根源在于国家间的工资差距。而人口的流动可以消除这种

差距，最终促使移民现象消失（Stark, O. and D. Bloom：1985）。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是可疑的。例

如，该理论一方面无法解释为什么大量非洲裔外国人来华的同时，为什么还有大量的中国人迁移

到非洲这样的相互迁移；另外一方面也不能解释中国既非移民国家，也不是发达国家，来华移民

的违法成本很高，风险很大，中国和非洲工资差异也不大的情况下，为什么大量非洲族裔外国人

迁移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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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国际迁移的可能性与个人的年龄、性别、教育和技能，工作经历和婚姻

状态有关，个体为了获得更高的人力资本的回报，会冒险改变自己的语言、文化和社会环境

（Grubel and Scott：1966）。 

新经济移民理论（Stark 和 Taylor：1989，1991）提出，导致迁移决定和行为的，不是迁入

地和迁出地之间的绝对收入的差异，而是行动者与参考群体比较之后得出的相对剥夺感。新经济

移民理论打破了传统的迁移理论模型“将个人处于社会真空”的移民理论模式，挑战了出发地的

市场的假设，将出发地市场竞争的不完善和垄断所造成的市场失败作为原因机制。 

移民网络理论(Greenwood, 1971; Nelson, 1976; Massey et al., 1987)提出，移民和原居地的亲

人、朋友，基于亲情、友情等所建立起来的种种特殊联系，“是一系列人际关系的组合，其纽带

可以是血缘、乡缘，情缘等。”移民社会网或者移民社会资本理论，强调移民在出发社区和到达

社区的网络关系的作用。移民的社会网有四个方面的作用：提供信息，以会降低迁移成本；降低

文化适应的难度；帮助新到达的移民找到工作，并提高他们对收入的预期；移民的社会网可以帮

助新来的移民节省各类开支。 

Massey 等人在移民社会资本理论基础上提出来累积因果理论（1997；1998；1999a，1999b）。

他认为，当移民网络形成后，一方面，移民信息可能更准确、更广泛传播，移民成本可能因此降

低，从而不断推动移民潮；另一方面，随着时间推移，向国外特定地区定向移民可能融入出发地

的乡俗民风之中，而不再与早期特定的经济、政治条件相关，更多的是由移民网络的联系程度以

及在移民网络中积累的社会资本等因素所决定的。移民过程获得自行发展的内在机制，产生自身

延续性（self-perpetuation）。移民网络虽不能解释移民最初的发生，却可以说明它的绵延不绝，

并有助于预测未来的移民动向。 

累积因果理论认为，其他因素都慢慢变得不再重要，而移民出发地的移民网络可以自我演进，

累积，并且累积因果理论认为移民行为有内在的自身延续性，当移民行为内化为超越意识控制的，

具有衍生性“习惯”时，即使产生最初移民行为的客观环境发生变化，被局外人断定为非理性的

移民行为在该群体内仍会获得认可而得以延续，每一次迁移均会会影响迁出国和迁入国双方的社

会经济结构，从而不断的增强后续的迁移。 

移民网络涉及到移民从出发地到流入地的网络连接，以及移民在流入地的网络状况。网络连

接对于移民的作用已经有大量的实证研究作为佐证。网络连接的测量往往是移民出发地的网络连

接数量或者是移民在到达地的网络连接数量。学者们提出，应该区分 3 个层次的网络连接——个

体层次（弱关系）、家庭层次（强关系）和社区层次（宏观社会资本）（herman ）。个体层次、家

庭层次和社区层次的网络连接对于信息和资源的获取能力，以及信息和资源的质量，随着时间的

累积而对移民出发地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越来越多的人会迁移到目标国，这使得目标国和迁

出国的连接日益增加。移民在目标国生活的时间越长，其能够提供给潜在的移民的信息和资源的

质量也越高。 

基于迁移的累积因果理论，Massey 提出了迁移在早期阶段的阶层下移现象。他考察了墨西

哥移民迁移去美国的过程，发现在移民的早期阶段，从迁出地出发的早期移民往往是始于迁出国

的中间阶级，比之于低下阶层他们支付得起昂贵的国际迁移费用，比之于高阶层他们有迁移增加

发展机会的需求；但是随着迁移过程中社会网络的成熟，迁移成本会逐渐下降，在迁移的累积因

果作用下，出现了出发国迁移的阶层出现下移的趋势。 

最后，必须提及梁在等人（200）对累积因果模型的批评。首先，该模型更适用于讨论出发

地是农业社会的条件下，即缺乏城市经济特征的情况下的移民外流的情况。因为农村更多的是同

质性的熟人社会，易于存续社会网络；而城市更多的是异质性的陌生社会，不宜建立社会网络。

其次，累积因果模型对数据的收集有移民的社会网或者社会资本，是指移民在出发社区和到达社

区的网络关系。往往用移民在出发前与达到地的连接数量作为测量指标。累积因果模型对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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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有较高的要求，在实践研究中一般需要适用追踪数据，使得研究上的难度增加。 

对于累积因果模型，我认为还应该提出一个批评。即累积因果模型主要是讨论那些存在着迁

入地—迁出地连接的迁移。对于那些不能存续迁入地—迁出地连接的迁移，则其理论立基的基础

不复存在。因此，对于那些源于非经济原因，尤其是政治原因，如反政府等因素迁移的行动中，

因为难于存续迁入地—迁出地连接，因此该理论也未必适用。 

    （三）国内相关研究 

中国学者近年才开展有关研究对于发生在中国本土上的外来国际迁移研究。代表性的研究为

李志刚等学者的研究（2008，2009）。他们根据西方提出的“跨国社会空间”这一概念，从城市

地理学的角度分析了非洲族裔的外来移民在广州的聚居，研究分析了广州小北路非洲族裔经济区

的形成机制，通过观察，他们确认非洲族裔在广州采购货物，运回本国销售，其经济活动均再生

在自己种族中。因此提出：广东的外向型经济是其外部条件，内部族裔网络是其运作的主要形式，

内部族裔网络作为一种社会背景支持着族裔成员的生活，小北路的非洲族裔经济区是一种特殊的

移植性社区。 

许涛（2009）的研究，同样着眼于非洲人的社会网络关系。他提出，离开非洲来到广州的过

程，会使其在出发地拥有的网络断裂和弱化，因此在广州的非洲人通过强化和重构其在广州的社

会关系重构了他们的社会支持网络。许涛分析了他们的网络，指出其内核为情感联系的亲属关系，

外部为利益为基础的交换关系。 

他们的研究都只集中在分析非洲裔外国人在华的生存策略和逻辑。对于更加完整的非洲裔外

国人来华的迁移机制则几乎没有涉及。但是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抓住了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这个关

键机制。但是对这个机制是如何影响了非洲裔移民来华，以及作出移民居留在华的决定，则没有

回答。 

    （四）理论反思和研究问题的提出 

过去学术界所研究的跨国移民现象的到达国多为既是移民国家、也是发达国家的国家，而中

国是一个既非移民国家，也非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这就使得用于解释从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

家、从劳动力富集国家向劳动力贫乏国家迁移的宏观理论缺乏解释能力；作为非移民国家，中国

基本上并不允许一般外国劳动力在中国就业，这也使得迁移的人力资本，和新经济理论难于解释

大量非法居留和非法就业的非洲裔外国人不断迁移来华的现象。 

而累积因果模型理论中，移民的社会网络可以自我演化，累积，并导致移民输出地的潜在移

民对移民后果更高的预期。该理论在对发达国家的移民现象研究中被很多实证研究所证实——移

民的倾向性是移民的出发地的社会环境的函数，并且随着不断的移民的出现，不断的强化移民的

倾向性。在累积因果理论中，个体的特征对于预测其移民倾向性不重要，其在出发地的社会环境

更加重要。而对于后期选择迁移的行动中，个人特征日益变得不再重要。 

因此，本研究试图验证累积因果理论对来华非洲裔外国人的迁移行为的因果机制的分析的有

效性。并试图获得该理论模式下，获得来华非洲裔外国人的迁移社会空间的生产逻辑和迁移行为

的因果机制。 

 

四、广州和佛山的非洲裔外国移民的数据收集方法 

 

    （一）非洲裔外国移民的操作化测量 

我们首先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即谁是来华在粤的非洲裔外国移民。每年进出的非洲裔外国人

超过 30 万，到底哪些是最终选择居留下来的移民？由于我国并非一个移民国家，几乎没有几个

人得到了人长期居留身份，所以不可能以是否获得长期居留身份作为是否移民的操作化测量。如

果以在华时间作为操作化测量也不合理。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有 25 万人在华超过 5 年，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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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没有人申请长期居留身份。 

通过考察主要移民国家对于入籍的要求，以美国的几类移民为例，除了符合经济能力、教育

和年龄等资格之外，主要体现在 2 点上：时间和意愿，即申请时一般要求在入籍国；并且有自主

意愿入籍（萧敬：2006）。因此我们在本研究中的操作化定义是，将选择非法居留的非洲裔外国

人看做是来华的非洲裔国际移民。这个定义的合理性在于：在一个非移民国家中，移民缺乏官方

的合法身份认定机制，但是并不能因为没有官方合法身份的认定就否认这个现象的存在。由于中

国是发展中国家，很多来华的外国人即使在华时间很长也不一定有长期在华居留的意愿，因此，

对意愿的测量不能用时间。而我们选择的这个操作化定义，既包含了时间维度，也包含了意愿维

度1。 

    （二）数据收集情况 

近些年，大量关于广州及其附近地区的非洲人聚居的报道。一方面大量非洲人在粤导致的“三

非”问题，使得广东警方采取了多种治理手段，非法居留在华者一旦被查获非法滞留会导致高额

的罚款、遣返回国、甚至面临牢狱之灾难；另一方面大量关于非洲人在粤的负面信息的传播，也

导致本地居民对于他们的排斥。这也造成了非洲社群对广东本地政府机构和本地居民的相互不信

任（李志刚，2009）。因此，传统的调查方法，对非洲人的研究是很困难的，甚至可能得到错误

的结果。 

1997 年道格拉斯（1997）提出了针对少数和隐藏群体的 RDS 抽样方法。该方法建立在社会

中学行动者是通过网络连接的这一社会网络基本原则之上，对传统的滚雪球抽样方法进行了改

进，该方法的每一轮滚动的设计使得招募其实满足一阶马尔可夫过程（ first-order Markov 

process），并满足两个基本规律：（1）无论调查招募到的起点种子是怎样的，足够的调查轮次之

后，一定可以达到样本的均衡状态；（2）RDS 抽样方法得到的一阶马尔可夫链收敛速度很快，

可以迅速获得达到均衡状态的样本。由于这两个定理，研究者可以根据 RDS 获得的样本对总体

特征做出可靠的推论。自后，RDS 方法历经数次改进（道格拉斯，2002、2007；Matthew 等，2002），

形成了专门适用于对规模和边界不太清楚、不愿意暴露身份的隐藏和稀少人口的抽样、分析和研

究的研究方法（赵延东，2007）。 

总体而言，RDS 方法的要点在于以下 5 点：（1）互惠的招募关系；（2）随机招募；（3）自

我报告的网络规模以调整选择性偏误；（4）种子与新招募对象具有独立性；（5）每一个受访者招

募的新被调查者数量上限一致。 

非洲各国虽然语言不同，但其官方语言往往要不包含英语要不包含法语，所以此次调查使用

的工作语言为英语和法语2。RDS 招募过程的第一阶段是寻找种子（第一位接受调查者）。种子接

受完调查之后，介绍其他符合合格被调查者来接受调查，被介绍者完成调查后又继续介绍新的合

格被调查者，按这样的方法样本像滚雪球一样逐渐增大。本次针对在粤的非洲裔外国人的调查自

2011 年 7 月 10 日开始，8 月 6 日结束。 

为了激励滚动和减少被调查者偏倚（bias），RDS 方法采取双重激励，对招募者和其招募来

的被调查者均给予物质奖励。我们给予招募者30元和其招募来的被调查者50元的奖励。每位招募

者均发给3张招募券（coupon），其招募来的被调查者以此作为凭证参与调查。反复以上过程，直

到达到满足研究需要的样本量。招募链最长9级，招募调查对象656名。RDS 通过不断重复延长

招募链直至达到预定的样本量。我们的调查实践与理论预测的一致，随着招募链不断延长，调查

                                                        
1 这是本研究的一个关键点，依靠这样的操作化定义，我们可以前瞻性的研究非洲移民的来华规律。仔细考虑这

个定义，还是存在暇疵的，主要是（1）将那些合法居留且具有移民意愿的人排除在外；（2）将由于某些原因

想离开中国而不能离开（如经济失败，负担不起离开费用）的人纳入了移民计算范围。但是由于中国是非移民

国家，没有官方定义。所以这是目前唯一能尽量接近的操作化定义。提醒读者注意。 
2 在调查期间，法语调查员一共有 10 名，英语调查员一共有 9 名。在正式调查中出现过 2 位讲阿拉伯语的合格

被调查者，但是由于没有准备阿拉伯语翻译，所以无法完成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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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的样本独立于种子的特征，即样本人群的各种特征将完全独立于种子。随着每一轮招募的进

展，样本群体的各项特征参数均不断趋于稳定，最后不再随着招募的继续而发生改变，迅速达到

了“平衡”（equilibrium）。 

我们在两个均有大量非洲裔外国人聚居的区域开展了 RDS 方法的数据收集。A 调查地点选

在某非洲人大量聚居的住宅小区，该小区位于城市中心区，商业交通发达，是一个外国人管理模

范小区。该小区曾获中央高层领导“管理得好， 服务得好”的高度评价。在政府部门的强力监

管之下，该小区治安和日常的物业管理服务都非常好，导致其租金也高于附近同层次小区。其中

居住的非洲裔外国人多是合法居留，经济能力较高的人员。B 地点所在的社区是一个二十多年前

形成的商业小区，原来位于广州和佛山之间的城乡结合部，现在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在区位上属于

卫星市镇的主城区，由于是很老的商业小区，显得很破败，大量业主已经搬离并将房屋出租，从

而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出租市场。该小区作为商业小区存在着一个维持正常功能的物业管理公司，

但是由于业主多为本地居民，且多年的邻里居住，已经形成了很强大的业主社群，所以物业管理

公司并不能干涉他们的出租行为。政府部门对其监管较为松散。由于地处城乡结合部，所以生活

成本很低。B 小区的房租成本大概只有 A 小区的三分之一。大量非洲族裔外国人慢慢聚集在此。

从类型学的角度看，A 地点和 B 地点代表了两类典型的非洲裔外国人的聚居地点，因此被作为调

查实施地点。A 地点的调查时间为 2011 年 7 月 10 日到 28 日，共经历了 7 轮招募调查了 348 位

非洲裔外国人；B 调查地点的调查时间为 7 月 27 日到 8 月 6 日，共经历了 9 轮招募调查了 308

位非洲裔外国人。由于调查涉及非法居留者，而非法居留者需要承担其法律后果，这使得本研究

需要非常谨慎的处理研究伦理责任。本研究获得了有关监管机构的协助，使得被调查者免于因为

接受调查而出现不利的法律后果1。 

在使用 RDS 方法对在粤非洲裔外国人的调查工作的初期，在种子招募环节遭遇了文献上没

有描述过的困难。尤其是在第一个开展调查工作的 A 地点，最初招募的种子，并没有如同文献

描述的一样带来足够的新的被调查者，使得整个调查难于自行滚动起来，经过反思调查之中可能

存在的问题后，我们采取了街头发放种子招募券的方式开展对种子的招募2；而在 B 地点，出现

了滚动速度轻微失控，略超过调查执行强度的过多非洲裔外国人在同一时间来到调查地点，导致

调查质量由于赶进度而有所下降的情况。调查者还有其他文献中没有讨论过的现象需要处理3。 

以下分别是 A 和 B 两个调查点的 RDS 招募链图： 

                                                        
1 非法移民是身份敏感的群体。在调查期间，有关监管部门同意为了不影响调查的可靠性和样本代表性，保持原

来的执法模式，并在调查期间对调查场所及其附近减少常规巡查数量，以促成非法移民可在安全的情况下接受

调查；同意调查过程中收集到的任何个体资料均仅供作者做研究使用。所有参与者均被告知其个人资料仅作学

术研究在统计层面使用，并保证其个人资料的安全和隐密，研究者对其疑问给予了仔细的说明，合资格的被调

查者均在理解并给予口头同意的情况下才进行调查。 
2 在 A 地点调查开始的最初 2 天，我们请小区保安动员合格被调查者参加，因为存在利益关系，所以被调查者的

参与意愿存疑；反思之后我们改为通过街头散发招募广告的方式，以确保参加者均具有较高的参与意愿。在有

的文献中建议，当被调查者愿意帮助研究者招募新的被调查者才视作合格被调查者给予参加。但是本次研究中，

考虑到这个前提会导致本来就很弱的信任容易被破坏，所以没有设定这个参与调查的前提。 
3 在调查中发现，如果坚持只有合格的被调查者才接受调查，就会导致招募链条的断裂。调查中发现，一个合法

居留者连接着一个学生，学生连接着数个非法居留者，而学生不属于被调查对象。如果学生不被调查和成为招

募对象，则后门的非法居留者全部断裂而不能进入视野。因此，我们调查了 6 个非合格被调查者，以避免链条

的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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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A 地点的 RDS 招募链 

 

 

图 2、B 地点的 RDS 招募链 

 

上图显示，RDS 方法在这两个区域的招募链有着不同的形态，具体而言，A 调查地点相对于

B 地点的非洲裔外国人具有更低的社会网络链接密度；在 A 地点的调查中 89 位被调查者没有帮

助我们招募新的被调查者，占 A 地点全部被调查者的 25.5%；而在 B 调查地点仅有 14 位被调查

者没有帮助我们招募新的被调查者，仅占 B 地点全部被调查者的 4.5%。 

在图 1 和图 2 中，代表被调查者的点有两种——实心点和空心点。实心的点代表合法居留者，

空心的点则代表非法居留者。图中显示 A 调查地点相对于 B 调查地点包含较少非法居留者，而 B

调查点则有大量的非法居留者。图中清晰的表明，拥有更多非法移民的 B 调查地点的非洲裔外国

人，其网络发育相对更充分，招募链更长，种子发芽率更高。 

这个现象可能有三种可能所导致：一是因为行动者为了维持其社会网络而选择非法居留，二

是到非法居留导致了其社会网络的发育成熟，第三种可能就是只有社会网络发育成熟的个体才能

非法居留。很明显，第一种可能性是几乎不会存在的，而第二种和第三种可能性是同时存在的。

我会在后续的研究者继续讨论这个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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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华非洲裔移民的基本特征及探索性描述 

 

    （一）地区分布 

我们以地图来来显示在粤非洲裔外国人的国家分布。在粤非洲裔外国人主要来自于非洲西

部、非洲南部等区域的 28 个国家。其中来自非洲西部的最多。根据 RDS 分析推算结果，来自非

洲西部的在粤非洲人超过此比例占推算总体的 52%左右。 

 

图 3、调查样本的国家分布 

 

研究由 RDS 方法获得的样本，根据不同招募轮次之间的转换矩阵进行迭代，并配之以每个

个体的网络规模来修订招募造成的选择偏误，最后得到总体特征。具体计算公式可参考文献

（Salganik, 2004；Salganik MJ, 2009），本研究使用 Stata 软件中专门分析 RDS 数据的命令来实现

（Schonlau，2012）。 

我们分析了不同来源地非法居留的非洲裔外国人的比例，见下表。可见在华非法居留的非洲

裔外国人，主要来自于非洲西部，占全部非洲居留的非洲裔外国人的接近 70%。 

表 1、RDS 方法推论获得的地区分布总体特征（总体 N＝656） 

 合法居留 非法居留 总计 

非洲东部 21.13% 3.95% 10.5% 

非洲南部 15.69% 6.08% 7.1% 

非洲西部 35.29% 76.90% 69.6% 

非洲中部 27.89% 13.07% 12.9% 

合计 100% 100% 100% 

 

（二）样本基本特征 

表 2 给出了基本的样本特征，以及使用 RDS 方法获得的总体特征。我们可以大致描绘一下

在粤非洲裔外国人的特征：女性的比例低于男性；主要来源地是非洲西部1；非法居留比例接近

40%；绝大部分是持商务签证进入中国；讲英语的比例为 82%，法语的比例为 18%。 

表 2、样本基本特征和 RDS 方法推论获得的总体特征（总体 N＝656） 

变量 
构成比例（100%） 

样本点估计 RDS 方法推论总体特征 

性别   

                                                        
1 本文指涉的在粤非洲裔外国人，本身就是一个是具有高度异质性的群体。在调查过程中，经常有被调查者强调

自己是非洲某国人，和附近的某国人是不同的，强调自己国家的人具有某些优良的品格，而对比的国家则不具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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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 80.7 66.7 

女性 19.3 33.3 

在华居留状况   

合法居留 65.4 60.7 

非法居留 34.6 39.3 

来源区域   

非洲东部 15.4 10.5 

非洲南部   14.0 7.1 

非洲西部  45.8 69.6 

非洲中部 24.8 12.9 

签证类型   

旅游签证 15.7 14.0 

商务签证 75.8 78.0 

工作签证 1.7 1.2 

学生签证 6.8 6.6 

语言   

英语 72.68 81.73 

法语 27.31 18.26 

 

值得关注的是移民的性别分布。大量学者对出发国的研究都显示，早期的移民主要是男性，

这些研究很多，例如 Abadan-Unat（1977）研究的土耳其、Gordon（1981）研究的莱索托、 De Snyder

（1993）和 Boehm（2008）研究的墨西哥、Sadiqi 和 Ennaji（2004）研究的摩洛哥、Menjívar and 

Agadjanian（2007）研究的亚美尼亚和危地马拉、Hadi（2001）研究的孟加拉国都证明如此。因

此，我们的数据中，女性比例远低于男性，显示出目前来华的非洲裔外国人正处于来华的早期阶

段。这和目前国际上跨国移民的主要潮流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特征。从全球移民角度而言，目前

出现了国际移民的女性化（feminisation of migration）阶段——自1980年代以来，无论单身还是

已婚，均教育程度高于男性的女性，成为国际移民的主体（Chammartin，2007）。为了再次分析

以上判断是否可信，我们分析和不同居留状态下两性的分布情况： 

表 3、不同居留状态下的性别分布百分百（总体 N＝656） 

合法居留 非法居留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样本点 

估计 

RDS 方法

推论总体

特征 

样本点 

估计 

RDS 方法

推论总体

特征 

样本点 

估计 

RDS 方法

推论总体

特征 

样本点 

估计 

RDS 方法

推论总体

特征 

48.91 34.18 16.96 43.68 31.79 21.64 2.31 0.49 

 

上表的结果非常有意思。一方面，从合法居留状态而言，显示出与目前国际移民流动中接近

的女性为流动主体的特征，即女性所占比例超过男性；另外一方面，从非法居留状态而言，又显

示出移民的早期阶段，只有很少很少的女性非法移民样本存在，用 RDS 方法推论总体特征的结

果是 0.49%。这说明合法居留者与非法居留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总体。本研究的合法居留和非法

居留的区分是有着移民研究的区分效度。 

    （三）迁移的风险函数 

本研究的核心是非法居留者，他们到底什么时候成为非法居留者，这是研究的核心。根据我

们在前面的分析，我们提出在一个非移民国家中，应该将移民的操作化定义为是否具有非法居留

身份。这个定义不仅在理论上具有时间维度和迁移意愿维度这两个描述移民的重要特征，还使得

我们下面的分析变得可能。即我们当其身份由合法居留变为非法居留，看做是“事件(event)”从

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转变，即确定性的迁移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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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可以使用事件史模型来分析迁移的风险函数。原因如下：第一是因为时间事件模型

有着清晰的因果。本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为事件史模型（Event History Model），事件史分析法是

用于分析“事件(event)”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过程到底受什么因素的影响。事件史分析模

型优于传统的静态模型之处不仅在于它具有更好的因果推论能力，还在于它在于可以处理所谓右

删节（censoring）和随时间变化变量（time-varying covariant）的问题（Box-Steffensmeier and Jones, 

1997；Allison 1984； Yamaguchi，1991）。右删节意味着事件在观察期间内尚未发生，但是尚未

发生不代表未来不会发生；而传统静态回归模型中，凡此情况均视为不会发生，事件史模型可以

较好地解决这类由于观察时间不充分导致的问题。而随时间变化变量是指那些会随着时间的变化

而发生变化的变量。一般而言，研究中涉及的变量有两类，一类变量并不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

如性别、教育程度等；另外一类则是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如年龄、婚姻状态等会因为观察时间

的不同而出现改变。但是传统的回归模型属于静态模型，只针对一个特定的观察时点，因而不存

在需要处理这种随时间变化变量带来的问题。事件史模型则可以很好的处理随时间变化变量，其

方法是将分析对象在不同时间阶段或区间视为不同的个案，不同个案时在不同时间，其同一个变

量的取值当然可以有所不同，因此随时间变化变量带来的问题可以轻易的被解决。 

为了对非洲人在华非法居留的情况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我首先根据收集获得的数据来对非洲

裔外国人到底何时变为非法居留状态的进行估计。在这个估计中，我们假定其他一切自变量都暂

时为 0（Kalbfleisch and Prentice，1980）。并且由于没有任何非移民国家非法居留者行为的先验知

识，我们不对持续合法居留的时间分布有假设，例如是单调上升，还是单调下降等。 

而本文所探讨的由合法居留变为非法居留在理论上也无法假定其发生如何随时间而改变，也

就是在其他条件一致下，个体选择非法“居留”下来的风险率和时间并无特定的函数关系，故将

采用非参数估计方法，不假设数据的分布的 Kaplan-Meier 方法。Kaplan-Meier 方法又称乘法极限

法（product limit method），常被用来估计生存函数，是一种非参数的估计方法，不需要对理论分

布做任何假设。 

存活函数（survival function）是观察对象的生存时间大于某时刻的概率，它代表了非洲来粤

黑人随着在华时间的延长，而逐渐增大的非法居留的状态。即在刚来华时，其合法居留的存活率

都是 1，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开始出现非法居留现象，让合法居留率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

因此存活函数为不对称的单调下降的偏斜分布。Kaplan-Meier 方法的计算生存率随第一次来华时

间的分布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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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来华在粤非洲裔外国人的（非法）移民生存函数 

 

我需要指出该图所显示的 2 个特别的方面。首先是在大致 12 个月的阶段的陡降，也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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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当多的非洲裔外国人是在来华后直接选择了非法居留1；其次是在 40 个月的后期，生存函数

的斜率有更加大的下降的趋势。 

为了更加清楚显示出生存函数不能显现的部分，我做了非法居留的风险函数，来描述来粤非

洲裔外国人在各个时间点上非法居留的概率。见图 3。总体来说，非法居留的风险呈现出 U 形结

构。不同来华时间点上变成非法居留的概率是不同的，其中早期具有很大的概率变成非法居留；

然后非法居留的概率不断下降，但是在来华 3 年以后，非法居留的概率又开始持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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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来华在粤非洲裔外国人的（非法）移民风险函数 

 

无论是存活函数图还是风险函数图，均显示出部分非洲人来华之初就有非法居留的决心和行

为，随着他们在华时间的持续，这些人越来越少；但是到了 3 年半以后，非法居留的概率又上升

了。定性访谈显示这是因为选择合法居留的成本高于非法居留，并且他们已经适应了在华的生活，

以及生活和工作重心移到中国之后的理性选择。查遍国际学术界对以迁移风险函数

（migration-hazard function）的研究，只有迁移风险与居留时间之间呈现出单调下降的函数形式，

完全没有发现如本研究一样获得 U 形的迁移风险函数的报告。应该说，这是非移民国家中才会

出现的特有的迁移风险函数形式2。 

进一步的分析显示，第一次来华的非洲裔外国人非法居留下来的比例在抵达中国 12 个月的

时候，达到 7%，而此时第二次来华的非洲裔外国人非法居留的比例只有不到 2%，而第三次来华

的非洲裔外国人非法居留到 2 年后才出现，第四次来华的非洲裔外国人非法居留到更晚的时间后

才出现。但无论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来华者，都一致的表现出来华超过某个时

间点以后，选择非法居留的比例有上升的趋势。 

    （四）谁来中国，如何抵达广东 

    （1）谁来中国 

为了简单描述来粤非洲裔外国人的基本特征的演变，我采用最简单的曲线拟合，来看看随着

时间的发展，来粤的非洲裔外国人在合方面的变化。 

                                                        
1 现在的国际非法移民，在入境时往往不再是非法入境，而选择风险低的合法入境。而在入境之后，不再离开，

当超出居留期限之后，选择非法居留下去。在操作定义上，为了与公安部门所认定的恶意非法居留保持一致，

我们设定入境后最后一次合法延期签证后 12 个月仍然没有离开为非法居留；没有达到这个标准的非法居留者，

我们也认定为合法居留。需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以上操作化定义，并不会导致 12 个月内的非法居留者的累

积报告，显示的仍然是一入境后就选择非法居留者的数量。 
2 应该说，这样的风险函数形式已经不是常见到的风险函数分布形式了。在 Keifer 总结的各种随时间变化的风险

函数分布中，没有任何一种属于本研究所发现的形式。参见：Keifer, N.M.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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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显示，来华的非洲裔外国人中，合法居留者来源国的人均 GDP 一般超过非法居留者的

来源国。在 2008 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来华的合法居留的非洲裔外国人，越来越多是从人

均 GDP 低的国家而来；而非法居留的非洲裔外国人，出发国是发展较差的国家，并且不断下降，

到了 2008 年之后，不再继续变差，维持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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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来粤非洲裔外国人的迁移史的调查数据显示，他们并不是直接从非洲来中国的。在他们

第一次来中国之前，他们往往会先去其他的国家，大致的迁移路线的节点顺序是：非洲——北美

洲（或欧洲）——中东——东亚——中国。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来粤非洲裔外国人有逐渐减

少迁移节点的倾向。同时，非法居留者迁移节点数量少于合法居留者，并且其在来华前的迁移节

点上的停留时间短于合法居留者。 

综合以上，来华的非洲裔外国人，往往是收入比较低（越来越低），在全世界寻找机会的人。 

（2）如何抵达广州 

他们抵达中国之后，也不是直接就抵达广州，在第一次来广州之前，他们往往是沿着香港—

—北京（上海）——广东的路径。这里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早期而言，非法居留者在中国境内的

搜索路径长于合法居留者，显示非法居留者并非一开始就计划聚集在广东。从整个趋势来看，到

了 2011 年，他们大大减少了在中国的城市搜索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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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提出一个问题：既然来华的非洲裔外国人面对的是经济环境变差和执法日益严苛，

为什么其素质越来越低呢，这么低的素质的非洲人来华，又是如何生存呢？ 

    （六）累积因果效应存在的初步证据 

Massey 将跨国移民看做是一个动态的自我增强的过程。移民网的降低迁移成本的作用，随

着时间的演变不断增强，最终将帮助越来越低下的阶层中的个体迁移。Massey 在考察了墨西哥

移民迁移去美国的过程，迁移的累积因果理论所预测的阶层下移现象得到证实。因此，如果移民

的累积因果理论是可以正确描述中国刚刚出现的来粤非洲裔外国人的这样一个移民早期阶段的

作用机制的话，那么我们应该可以观测到随着时间的发展，他们的网络关系的效用不断增加、迁

移成本的不断降低，以及迁移来粤的阶层不断降低等现象。 

    （3.1）社会资本，及其效应上升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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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情况：对于族裔经济和族裔居住最核心的社会资本的测量——来华时是否有人接

待，认识的祖国人数均上升；而迁移的后果，以及导致未来迁移继续发生的累积因果效用——是

否对家乡亲人的经济有所改善、是否带家乡的亲友来华，这些都显著上升；另外，社会网络降低

迁移成本也可以通过办理延期的中介费上得到验证，中介费用的下降，证明社会资本确实使得迁

移成本得到有效的下降，社会资本的确降低了迁移成本。 

    （3.2）迁移过程中的阶层下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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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确观测到累积因果理论所预测的阶层下降现象。无论是合法居留，还是非法居留，随

着社会资本的社会网络的不断建构，来华的风险和成本都在下降，导致了来华的非洲裔外国人的

社会阶层不断的得以下降。 

从来源地而言，随着非洲人在华适应的上升，虽然存在着经济环境的变差和警察执法环境的

严苛，但是其对于家乡的经济帮助越来越多，起到了示范的作用。但是来源地来华人数，在 2008

年之后的下降，可以理解为，越来越多的人是从新的地点出发，而非老的社区，显示来华的趋势

在非洲各国不断蔓延，从大城市走向小城市，走向农村。并未未来的累计因果作用积累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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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2008 年以来非法居留者来华外部环境变化分析 

从不同来华时间非洲人中非法居留的比例的演变情况来看，2008 年以后，非法居留的比例

大大下降。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外部制度环境，2008 年的奥运会，2009 年 2 月广州

非洲裔黑人在矿泉街派出所的聚集事件，2010 年广州亚运会，都使得广东警方承受了巨大的清理

整顿在粤外国人的压力，对三非问题的整顿逐渐成为常态化。显然，非洲人的移民空间被不断压

缩。另外一个方面是外部的经济环境。2008 年之后，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导致全球贸易下滑，这

也影响到非洲与中国的贸易，人民币升值导致以美元结算的中非贸易中非洲进口商需支付更多的

美元才能购买同样数量的货物，这些都导致在来粤非洲裔外国人在中国的发展机会有所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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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有关研究假设及其验证 

 

    （一）研究假设的提出 

根据以上的探索性描述，我们基本确认了来粤的非洲裔外国人目前还出于移民的早期阶段，

移民的累积因果理论所预测的效应，无论是阶层下移效应还是社会网络累积效应都可以从收集的

样本中观测到。 

为了进一步分析移民的累积因果理论对来粤非洲裔外国人的具体作用过程和作用机制，我延

续 Massey 的研究，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两个角度提出研究假设。 

一般而言，新古典经济学往往预言人力资本会有助于增加国际迁移的概率。但是，多位研究

墨西哥到美国移民的学者的工作均发现，非法移民（undocumented migrant）以教育形式测量的

人力资本对迁移选择的影响是负的(Massey and Garcia Espafia 1987; Taylor 1986, 1987; Borjas 

1992）。显然，对于非法移民而言，无论在原有国家教育程度如何高，都不能帮助他们依靠其教

育文凭寻找工作，而只能从事一些低技术工作。中国是一个非移民国家，因此并不存在移民的劳

动力市场，非法居留的非洲裔外国人无法依靠其教育文凭寻找工作。因此，以教育为测量内容的

人力资本应该不会有帮于增加移民的概率。考虑到来粤的非洲裔外国人的普遍教育程度不高，因

此我们提出一般人力资本（教育）假设： 

假设 1.1、一般人力资本无效性假设：随着迁移的过程继续，一般人力资本逐渐失去对移民

迁移行为的预测能力。 

显然，除了教育这样的一般人力资本之外，还有一些特殊形式的人力资本，即迁移人力资本

（Migration-specific human capital）。迁移人力资本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迁移过程人力资

本，帮助移民从出发地到达目的地的知识和信息的掌握能力，另外一个是 Chiswick 提出（1978，

1979，2008）提出的“目的地人力资本（destination-specific human capital）”，该概念主要是指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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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在目的地的生活工作所需要的信息和知识的掌握1；它们一起构成了迁移人力资本。显然，这

些迁移人力资本会发挥着和一般人力资本不一样的功能，因此我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2、迁移人力资本的有效性假设：随着迁移过程的继续，迁移相关的人力资本仍然对

移民迁移行为具有预测能力。 

我们在前面已经初步证实，来粤非洲裔外国人，尤其是其中的非法居留群体，随着时间的推

移，他们的网络关系的效用不断增加、迁移成本的不断降低，以及迁移来粤的阶层不断降低等现

象，使得我们有理由相信移民的累计因果理论是较好的分析他们来华迁移的机制。 

问题在于，中国是一个非移民国家，因此当来粤非洲裔外国人作出非法居留的决定，大致是

需要涉及到几个环节。我们一一给予简单的分析。首先是在出发地，潜在移民需要有能力通过个

人的社会网络关系帮助他获取有关中国的知识和信息；其次是他其所处的地区的社会网，这个网

络是能够联接出发国和目的地国交往网络，会起到帮助他降低迁移过程的成本的作用。作为一个

潜在移民的生活场域，显然这个网络会对他的决定施加影响，即出发地的网络将会影响他的决策，

最后是潜在的移民抵达目标国之后，在目的地的移民网络，是否能帮助他适应生活和工作的需要；

如果可以帮助他适应和发展，那么这个目的地的移民网络会促使潜在的移民最终决定是否真的选

择非法居留下来。  

在 Massey1994 年发表的研究中，他并没有区分以上过程，他的社会资本仅仅测量了个人的

社会资本存量（父母、兄弟姐妹是否迁移到目标国），出发地的社会资本存量（出发地社区移民

到目标国的人口比例）。而中国作为一个非移民国家，在粤非洲裔外国人选择是否非法居留下来，

很重要的一个社会资本就是目标国的社会资本。 

从已有的文献提出，出发地中那些居住在高迁移率社区比低迁移比例的社区的人具有更高的

迁移概率，原因在于社区存在的移民社会网将会从提供迁移过程的信息、在抵达地寻找工作、租

房等方面帮助潜在的迁移者。但是累计因果理论是从一个较长期的角度来看，Massey 的跟踪时

间长大 25 年。而中国刚刚出现这个过程，我们的研究发现，累计因果理论所描述的这个过程有

着更为精细的演变。在迁移的早期阶段，行动者往往与移民社会网中的帮助者是强关系时才能得

到帮助，从而实现迁移；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出发地的移民网络日益发达，这样才逐渐演变到

即使是弱关系，行动者也可以获得帮助。因此，个体在出发地的社会资本会会随着时间的发展，

越来越没有预测能力。而与此同时，出发地社区的社会资本中的移民社会网络的预测能力越来越

强。 

中国并非一个移民国家，选择非法移民有着严重的法律后果和惨淡的结局2。因此，在这样

的外部约束情况下，潜在的迁移者择非法移民必须有较大的信心相信自己可以是例外。而能够给

新来者以这方面的知识和信息的，只有目的地的移民社会网络。根据移民的累积因果理论，在目

标国居留时间越长，就越了解目标国的信息、规章制度，潜在的执法漏洞等。因此，我预测，抵

达地社区的社会资本中的移民社会网络的预测能力越来越强。因此我提出以下三个假设： 

假设 2.1、个人社会资本无效性假设：随着迁移的程的继续，个人掌握的社会资本逐渐失去

对移民迁移行为的预测能力。 

假设 2.2、出发地社区社会资本有效性假设：随着迁移的程的继续，外在于个人之外的出发

地的社区社会资本仍然对移民迁移行为具有预测能力。 

                                                        
1 在 Chiswick 的理论中，在抵达之前目的地人力资本没有作用，一旦抵达目的地，该人力资本即时发挥作用。作者对 Chiswick

的这个理论判断持批评态度。在本研究中，我们使用中文掌握情况作为目的地人力资本的测量，显然，掌握中文是有助于潜

在的移民作出迁移决定的，并非如 Chiswick 所认为的只有在抵达时才发挥作用。其他学者对该概念的操作化测量，如 Massey

使用是否有去过目标国家、是否在目标国家工作过等，显然会影响移民在出发国作出迁移的决策，而非如 Chiswick 提出的

只有在抵达目的地时才发挥作用。当然，即使读者反对我的批评，由于我研究的对象都已经来华在粤，所以我的研究并不违

背 Chiswick 提出该概念的理论假设。 
2 法律后果包括罚款、遣送回国，直至坐牢；同时会并被登记在黑名单中，若干年内不能再获得来华签证许可。被登记在黑名

单中意味着在华经营的网络关系和生意来往的断裂，往往导致许多年来的辛苦积累全部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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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2.3、目标地社区社会资本有效性假设：随着迁移的程的继续，外在于个人之外的目标

地社区社会资本仍然对移民迁移行为具有预测能力。 

由于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所以非洲裔外国人的经济资本越高，越低的概率迁移来华。同

时，累积因果理论所预测的阶层下移现象，都促使我提出经济资本反作用假设。 

假设 3、经济资本反作用假设：行动中的经济资本越多，将降低其迁移的概率。 

   （二）基于 RDS 数据的离散重复事件史数据分析方法 

时间间隔越短，模型就越精确。但是人的回忆是难于精确的，太短的间隔测量误差又会太大，

所以我们使用月作为观察到时间间隔。在每一个离散的时间段（在本研究就是“月”）内，一个

哑变量来标识事件是否发生。离散时间段被累计直到事件发生，或者被删节。这样我们就获得了

一个混合截面时间数据（pooled data）。这样的数据就可以使用分析哑变量的模型，那些时变和非

时变变量就都可以很轻松的放在模型中（Singer & Willett, 2003）。我们这里用的模型，只是一个

近似的风险率模型，因为我们的模型的因变量是发生比，而不是风险率。这个发生比是时间变量

和其他变量的函数。 

我们在此处使用的是多层次事件史模型。之所以使用多层次模型，是缘于 RDS 收集的数据

是基于被调查者的社会网络关系的修订的滚雪球抽样方法。现实生活中人们是在不同的网络群

中，如尼日利亚族裔群落，基督教群落，五金商人群落等。RDS 抽样方法必然会出现与招募者

属于同一群落的个体具有更大的被招募的概率。因此该方法在获得样本的过程中，每一个招募群

组就一定会具有社会网络具有的固有群聚性（inherent homophily ）。这样就存在着不可观测的组

特征（例如每个招募者都是招募和自己完全一模一样的人，那么忽视这个问题会造成非常大的估

计偏误）；换句话说，同一个招募者带来的被调查者，样本是非独立获得的，他们可能具有某种

类似的组特性。很显然，我们无法假设这个不可观察到的组特征与我们要研究的移民选择无关1。

因此，必须使用多层次模型来消除招募网络带来的方差不独立导致的偏误。 

此外，由于我设定的模型是研究个体特性（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关系，根据 Christopher 

等提出的分析原则，如果样本入样概率是自变量的函数，在分析时使用加权分析模型和不加权分

析模型得到的都是一致的和无偏的估计，仅在标准误上有无加权模型会较小；而如果入样概率是

因变量的函数，则需要使用权重进行修订。如果样本入样概率既是因变量的函数，又是自变量的

函数，则主要考虑使用因变量的权重进行修订。 

本研究主要使用 RDS 方法获得样本。很显然入样概率既是自变量的函数，也是因变量的函

数。根据 Christopher 等提出的分析原则，我们主要考虑使用因变量的入样概率进行修订。即合

法居留者和非法居留者的入样概率的差异来修订模型2。 

本研究引入“迁移（非法居留）风险率”概念，迁移（非法居留）风险率越高，表示特定时

间的迁移（非法居留）可能性越高，反之亦然。本模型使用的是随机截距多层次模型，模型设定

如下： 

ijijij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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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

th
thi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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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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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里，我将那些没有招募新的被调查者，即只完成自己的问卷，并没有帮助我们招募新的被调查者的人，均看作是同一个群

组。显然，一定是有某些共同原因使得他们均没有招募新的被调查者，例如交往网络局限、对中国社会的信任感低等。 
2 目前学术界使用 RDS 获得的数据，主要用于做隐藏和稀少群体的总体描述，用于进行因果分析的研究较少，如 Frost（2006）

等学者很巧妙的使用 RDS 数据获得的交互表来研究因果模型，但是进行复杂的多元因果模型的分析本文还是初步尝试。此处

各种考虑所可能具有的局限性，提醒读者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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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分析的是 t 时刻的事件的风险率或者发生比（hazard or conditional event probability）

的发生规律。我们这里设定为随机截距模型，即不同的群组的基准 logit 风险率（baseline logit 

hazard）存在随机变化。我没有设定为更为复杂的随机系数模型，原因一是有的群组观测个案太

少，不足以进行随机系数分析；二是这是第一次在中国进行此类研究，更为复杂的因果关系的设

定仍需日后进一步的深入理论辨析和研究。 

    （三）实证分析结果及其讨论 

为了验证研究提出的假设，我们将时间、个人的人口学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其中时间因为前

面探索性研究发现存在 2 个拐点，所以引入三次项；个人人口学背景变量引入年龄和性别。作为

一般性人力资本变量，我们引入教育等级，从没有文化到大学共 5 个等级；考虑到来华主要是进

行贸易，所以我们将来华前是否经商作为一个一般性的人力资本的哑变量测量。与迁移有关的人

力资本变量，我们引入来华前去过的国家数量、来粤前去过的中国城市数量作为迁移过程中发挥

作用的的迁移性人力资本；将中文水平作为目的地人力资本。在经济资本方面，我们引入出发地

是否大城市、家乡是否有住房、投资，以及出发国的人均 GDP。个人层次的社会资本，我们引

入家人是否有跨国迁移经历以及是否有来华经历、认识的广州人、祖国人以及非祖国的非洲人数

量，以及来华时是否有人接待。社区层次的移民社会资本中，出发地的社区社会资本有 2 个部分

构成，一个是移民到中国是否成为一种惯习，即测量被调查的非洲裔外国人的祖国人中非法居留

在中国的比例是否高；另外一个是测量迁移的出发地氛围，由测量其来华出发社区的氛围的两条

题目构成，分别是来中国的人数量是否多，来华对当地人的生活是否有改善；抵达地社区的社会

资本由居住社区的非洲人数量和祖国人数量来测量。 

本研究使用了嵌套模型，以验证以上假设的有效性。模型 1 为基准模型，为控制变量、人口

学变量和一般人力资本变量和经济资本变量；模型 2 在模型 1 的基础之上加入了迁移有关的人力

资本变量；模型 3 在模型 2 的基础之上引入个人社会资本变量，模型 4 在模型 3 基础之上引入社

区社会资本变量。 

由于 2008 年前后社会情况发生了重大改变，导致 2008 年前后来华的非洲裔外国人面对着不

同的制度和经济环境，因此他们的行动逻辑可能存在不同，因此不应该将这两个时期来华的非洲

裔外国人看作是一样的总体，因此，我们分别对 2008 年前后来华的群体分别做模型分析。结果

见下表： 

表 5、迁移（非法居留）的多层次事件史模型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变量名 
2007年
及之前 

2008年
及以后 

2007年及
之前 

2008年及
以后 

2007年
及之前 

2008年及
以后 

2007年及
之前 

2008年
及以后 

时间变量  

monthid 
0.136 
*** 

0.148 
*** 

0.1336 
*** 

0.146 
*** 

0.1309 
*** 

0.142 
*** 

0.147 
*** 

0.125 
*** 

    
monthid2 

-0.00236 
*** 

-0.00300 
*** 

-0.000532 
*** 

-0.00295 
*** 

-0.000478
*** 

-0.00293 
*** 

-0.00017 
*** 

-0.00251 
*** 

    
monthid3 

9.34e-06 
*** 

1.23e-05 
*** 

2.25E-06 
*** 

1.21e-05 
*** 

1.88E-06 
*** 

1.20e-05 
*** 

-7.03E-06 
*** 

1.02e-05 
*** 

个人背景变量  
    年龄 -0.00188 0.00459 0.00157 0.0102 0.007 0.00989 -0.0263 0.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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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男性＝
1） 

0.532 0.253 0.334 0.429 0.42 0.403 
2.670 

** 
0.469 

一般人力资本变

量 
 

 教育等级 -0.0791 -0.117 -0.182 -0.0308 -0.193 -0.0705 0.0127 -0.0986 
来华前是否
经商 

-0.428 -0.157 -0.292 -0.247 -0.403 -0.324 
-1.035 

* 
-0.38 

迁移有关的人力

资本变量 
  

 中文水平   0.00197 -0.139 0.00823 -0.144 0.464 -0.111 

来华前去过
的国家数量 

  
-0.169 

* 
-0.257 

*** 
-0.167 

* 
-0.226 

*** 
-0.277 

** 
-0.150 

* 

来广东前去
过的中国城
市数 

  
0.213 
*** 

-0.098 
** 

0.210 
** 

-0.0724** 
0.216 

** 
-0.043 

** 

经济资本变量  
来自大城市 0.646 -0.402 0.513 -0.329 0.53 -0.318 0.405 -0.283 

家乡是否有
住房 

-0.422 -0.357 -0.463 -0.26 -0.511 -0.244 -0.792 -0.208 

家乡是否有
投资 

-0.939 
*** 

-0.397 
-0.814 

** 
-0.328 

-0.906 
** 

-0.246 
-0.685 

*** 
-0.267 

出发国的人
均 GDP 

-0.000769 
* 

-0.00022 -0.000813* -0.00025 
-0.000797

* 
-0.000224 

-0.000423 
** 

-0.000337
* 

个人社会资本变量  

家人跨国生活迁
移经历  

    0.448 -0.0765 0.0023 -0.208 

家人是否有过在
华经历 

    0.039 
-0.538 

** 
0.0719 

* 
-0.370 

** 

认识的广州人     -0.00312 0.00167 -0.0014 0.00241 

认识的祖国人     -0.000723 
0.00732 

*** 
0.00251 

0.00889 
*** 

认识的非祖国的
非洲人数 

    -0.000319 
0.00741 

** 
0.0945 

0.659 
*** 

来华时是否有人
接待 

    
0.317 

* 
0.0579 

* 
0.448 

** 
0.252 

** 
社区社会资本变量  
祖国人口中非法
居留比例 

      
3.48 
** 

1.062 
** 

来华地的氛围
(来中国人多不) 

      
0.327 
*** 

-0.600 
** 

来华地的氛围
(是否有改善) 

      
1.461 
*** 

0.0311 

居住社区的非洲
人多少 

      0.00406 0.00893** 

居住社区的祖国
人多少 

      0.00351 
0.440 

*** 

常数 
-2.350 

** 
-4.90 
*** 

-2.885 
** 

-4.20 
*** 

-2.884 
*** 

-4.85 
*** 

-3.641 
*** 

-4.001 
*** 

Random 
-effects  

 

招募组层次 
1.027 
*** 

1.371 
*** 

0.9623 
*** 

1.257 
*** 

0.9877 
*** 

1.318 
*** 

0.651 
*** 

1.248 
*** 

个体残差 
1.541 
*** 

 1.446 
*** 

1.2445 
*** 

1.368 
*** 

1.050 
*** 

 1.196 
*** 

0.949 
*** 

1.022 
*** 

Log likelihood  -265.48 -726.05 -243.99 -718.07 -242.72 -710.8 -211.87 -623.719 
Observations
（人月） 

6867 7924 6867 7924 6867 7924 6867 7924 

招募组数 51 108 51 108 51 108 51 108 
观测的个体数 116 511 116 511 116 511 116 511 
       注：*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更为精确的多层次事件史模型分析，除了基本上验证了我所提出的研究假设之外，还有不少

更为丰富的发现。首先讨论人力资本方面的假设的验证。对于预测非洲裔外国人的迁移（非法居

留）行为，一般人力资本的有效性的确很低。即使在模型 4 中有效的来华前经商，在 2008 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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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也不再显著。显示假设 1.1 得到验证。迁移有关的人力资本虽然有效，但是其作用机制和假设

不同。来华前去过的国家数量越多，越不倾向于迁移（非法居留）行为的发生。显示作为发展中

国家和非移民国家，并非是非洲裔外国人的迁移首选。来广东前去过的中国城市数量，则在 2008

年前后有着相反的作用：2008 年前去过的中国城市越多，越倾向于迁移（非法居留）行为的发

生，而 2008 年之后则相反，这说明了广东警方的执法环境的严苛超过其他大陆城市，使得 2008

年后去过其他城市越多就越不选择在广东发生迁移（非法居留）行为。所以综合在一起，中国作

为一个非移民国家，迁移人力资本越多的人反而越不倾向于来中国和来粤。这是一个和过往移民

理论相反的结论，但是由于过往移民理论主要研究的都是移民国家，在一个非移民国家观察到的

这个新的可能的现象，还是在情理之中。 

经济资本对迁移（非法居留）行为的反作用假设得到了验证。其中特别有趣的是家乡是否有

投资。在 2008 年以后，这个负向作用反而消失了，说明非洲本身经济状况也变坏，即使家乡有

投资，也变得与在家乡没有投资的人一样相同的来华意愿。这预示着，非洲裔外国人的来华意愿，

不仅由中国社会的经济和制度环境决定，非洲的状况本身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个人社会资本变量虽然有部分显著，且方向与理论没有违背，但是模型 3 和模型 2 比较可以

知道增加这部分变量是否有助于理解非洲裔外国人的移民过程；分析显示在模型 3 引入 6 个变量

之后，比之模型 2，2007 年前的模型只改善了 1 个似然度，2008 年后的模型改善了 8 个似然度，

模型均没有显著改善。显示个人的社会资本无效性假设得到了验证。 

与个人社会资本变量对模型的改善无效不同，社区社会资本变量的引入大大改善了模型的拟

合度 2008 年前的模型 5 个变量改善了 31 个似然度；2008 年后的模型 5 个变量改善了 31 个似然

度和 87 个似然度，均为显著改善。 

社区社会资本变量显示出多重作用逻辑。首先是出发地的社区移民社会资本显示有如下逻

辑：在 2007 年及以前，出发地社区的移民社会资本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是 2008 年以后得到

了移植：出发地社区的祖国人口中非法居留比例对行动中迁移（非法居留）行为的发生有显著正

向作用，但是在 2008 年后得到了抑制；出发地社会氛围的两个社会资本的测量变量在 2008 年后

的作用消失，甚至成为负向作用，显示 2008 年以后非洲裔外国人在粤的处境被如实通过社会网

络传达到其出发国，网络传达的真实信息使得迁移得到抑制。 

抵达地的社区社会资本由居住社区的非洲人数量和祖国人数量来测量。模型显示中国广东作

为抵达地区的移民社会资本的作用，在 2008 年之后的作用得到了加强，显示非洲裔外国人在 2008

年后面对严苛环境，改变的社会资本的构建逻辑大大增强了其社会资本对其迁移行为的效应1。 

 

七、小结与讨论 

 

本研究的分析显示，中国作为一个非移民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目前来华在粤的非洲裔外国人

的移民正出于国际移民的早期阶段，一个跨越中非之间的移民网络正在迅速形成。移民的累积因

果理论可以较好的用于分析这个过程。 

本研究不但验证了该理论所预测的很多现象，如非洲裔外国人移民（非法居留者）社会网络

和社会资本的有效性、个人的人力资本的无效性，来华在粤非洲裔外国人的逐渐低下阶层化；还

丰富了这一理论，如进一步分析了个人社会资本对非洲裔外国人迁移（非法居留）行为的作用无

效，以及社区社会资本的效应不断上升，以及社区社会资本建构的变化逻辑和有效性维持逻辑。

与移民的累积因果理论所预测的一致，移民社会网络为核心的移民社会资本会使得后续的移民行

                                                        
1 本研究专门分析了 2008 年后在粤的非洲裔外国人在粤的社会资本构建，显示他们在面对更为严格的执法环境

下，改变了其社会交往网络的构建逻辑，更多的采用了分散居住、更紧密的与祖国人交往等策略，来增强其网

络的功能。限于篇幅限制，这个部分没有涵盖在本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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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将得到自我加强和自我演化。并且会随时因应外部环境的需要而改善其构建逻辑，从而不但维

持，而且不断增加其有效性。 

全球化的贸易分工体系，劳动力的流到，和资本的流动，以及跨国贸易是交织在一起的，就

是会不断的产生人的跨国流动。只要中国的经济继续发展，社会保持稳定，接下来的移民将如同

滚雪球一样的自行不断加强和拓展，从而终有一天会形成一个强大的压力群体。今天的中国已经

进入到劳动力成本开始上升的阶段，老龄化社会初见端倪。纵览世界各国，劳动力价格的上升和

老龄化都需要通过移民来给予舒缓。引入相对于中国劳动力更为便宜的外国年轻劳动力，也许是

未来才必须面对的问题。但是国际移民，虽然是非法移民，却已经悄悄的出现了。美国作为世界

最发达国家，其非法移民也是最严重的国家。我国提出要在本世纪前二十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到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因此，随着国家经济水平和社会生活水平的上升，移

民问题将会逐渐从一个边缘性的社会问题发展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影响着国家政治、经济、社

会、外交和国家安全等各个方面。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学者应该尽早开始有关研究工作。 

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不想仅仅停留在学理层次。基于上面的研究，我们尝试给出如下政策

建议：对于带来贸易和资本的非洲裔外国人给予更多的居留合法性认定和制度便利；对于与中国

低层次体力工人竞争的低层次体力劳工，给予更严格的执法环境；抬升准入者的社会阶层，抑制

流入者的阶层下降速度和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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